
2015

年1

月4

日

星
期
日

编
辑

陈
朋

美
编

石
岩

组
版

韩
舟

我
是



B02

我是贾平凹。创作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2014年也是如此。2012年底《带灯》问世后，2014年
《老生》也展现在读者面前。平均两三年写完一本
长篇小说，网上都有人说我是“劳模”啦。

其实这一本《老生》，是烟熏出来的。我是吃过
四十年烟的，加起来可能要烧个麦草垛。现在我老
了，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树是闪
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要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
见。

2014年对我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除了写作
和开会，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领奖。上半年在领

《带灯》的奖，下半年在等《老生》的奖。《带灯》基本
囊括了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之外的
大 小 文 学 奖 项 。而

《老生》刚问世两个
月，就接到了几个领
奖通知。2015年，我肯
定还会奔波在开会
和领奖的路上。

《老生》写了一
百多年历史的记忆，
这些记忆肯定是沉
重的，但在小说的叙述中反而举重若轻，地是重的
实的，天是轻的虚的，这样作品才不至于就事论
事。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
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为了
获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
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
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
龊罪过，许多事一闭眼就想起，许多事总不愿去
想，许多事又常在讲……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
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如今的年纪，
又怎能不想、不讲啊！

我写这种乡土生活的书得心应手，但是写城
市生活的书，就得靠年轻作家了。

说实话，三年完成一部长篇，这算不得多。我
是五十岁后才稍稍懂得怎么写长篇，总觉得有东
西写。我不大走动和应酬，就是写作。如果论潜心，
也算得上潜心吧。作家，好比农民种一季庄稼，收
一季庄稼，再种一季庄稼。虽然粮食已经够吃几年
了，还得当种当收，这是工作嘛！（著名作家，陕西
省作家协会主席）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

我是贾平凹

我老了
怎能不想不讲啊

我是舒乙。在过去的2014年，我的散文和绘画作品自选集《开窍的日子》出
版。这一年，我还在台湾两位大夫的帮助下，从右肾肿瘤的威胁中走出来，彻底
治愈，又开始正常写作、画画、讲演和从事社会活动。

在社会文化方面，2014年，我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比如文艺节
目忽视文艺的欣赏、励志、反映社会和人性
的功能，只注重娱乐甚至嬉戏的功能。

虽然“文学是人生教科书”这样的命题
太过老套和狭隘，也过于强加和夸大、不切
实际，但文学应是反映社会人生的，这应该
不错。《红楼梦》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此。文
艺应有特殊的欣赏功能，还应有励志功能，
在把读者感动之后，或笑，或哭，回过头来，
要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到一些人生的道理。
如果仅仅是娱乐功能，甚至嬉戏功能，则未

免本末倒置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现象是重要的晚会节目中太注意流行时尚，缺少交响乐、

歌剧、芭蕾舞、钢琴、小提琴等高雅艺术，编排水平上显得比较低级，品味不足。
每年我国都有不少优秀青年选手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奖，但是从来没有邀请
他们在国内的重要晚会上亮相表演。

此外，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读书的萎缩。玩手机代替了读书，甚至有人
在听讲演、看演出时，也要掏出手机来忙活。对手机的依赖严重损害了人们对
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崇拜，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侧重面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和颠覆。

与此同时，小书店萎缩，包括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著名书店都纷纷倒闭关
门，活不下去。这和国外形成强烈反差。在巴黎、柏林、伦敦，小书店林立，到处
都是，全然是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是一座文明古城的名片和骄傲。
让小书店萎缩绝不是什么好现象，特别是正在倡导文明、提倡繁荣精神生活的
时候。文学上有高地，没高峰。数量上的大繁荣不等于质量上的丰收，传世之作
有待产生。

还有一个现象，文化名人故居里，尤其是作家故居里，基本上买不到作家
的书，也买不到有特色的纪念品，究其原因，是上级文物部门一律不批准经营
权，不能卖书和纪念品，不能开发票。这和国外的博物馆、故居纪念馆相比有天
壤之别。后者卖书、卖独特的纪念品的收入可以占到博物馆(不管是国家的还
是民营的)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博物馆不收门票，国营的由国家全部供养，固
然是大进步，但为观众提供书籍和纪念品这个环节，同样不可忽视。

虽然存在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总体来说，2014年是给人希望的一
年。10月份，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对文艺圈的种种乱象起了纠偏
的作用。习主席讲话之后，我看到文艺圈反思得很厉害，这让人很高兴，感觉文
艺从经济挂帅回到了正确的方向。对于2015年的中国文艺圈我充满期待，预计
会有好的发展。（老舍之子、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

本报记者 张亚楠 采访整理

我是舒乙

文艺圈
反思得很厉害

我是龙应台。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
我踏进“文化部”的第一天，就是准备要走的。第一天工作就设定一个目标日，

然后开始倒推工作节奏。我自嘲自己是“太后虎姑婆”，其实是因为我对下属工作要
求特别高，比如说草拟博物馆法，初稿上呈时我会问：你有没有看英国对于博物馆
的规范是什么？德国的、日本的规范有没有做
过比较？请针对每一个版本的每一条做出对
照表，交叉分析后，再呈，我们再来讨论。

这一切是因为能为自己的人民低头流汗
服务，是人生最光荣的付出。虽然“在水泥地
里种花”备极艰辛，但仍是看见许多青翠嫩苗
从地底钻出，迎向灿烂阳光。现在我离开了，
我不是每天关心政治发展的人。

我选择这个时候离开还有我私人的理
由。“文化部”的“第一里路”是一个披荆斩棘
的拓荒工作，但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间，
我隔周必飞台湾，“跋涉”到屏东乡下探视母亲。母亲2015年初将跨入90岁，我决定
以更多时间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因为母亲的“最后一里路”只有一次，同
属人生中不可错失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即将重返自由，我要尽快把阳明山的家全盘作整理，赶快空出一张窗明几净的

大书桌。要落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英文版，纽约经纪人已经等了我三年。
记得离港赴台前的最后一餐，我同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儿子抱头痛哭，两个人

的眼泪就这样一滴滴地落在半熟的牛排上。现在回到香港，更希望休养几个月再
说。2015年7月，香港举办名作家讲座。如果可以，一定来。别忘了我是半个香港人。

现在，我想反思台湾的、华文世界的文化政策，对华人社会应该是一个贡献。
我希望有人能把我关进一个舒服的房间里，只开一个小洞送吃的，三个月就可

以写出来，写完了才放我出关。我这人太过好奇，这三个月一过，我一定被其他事情
给吸过去了，这本书就没了。（台湾著名文化人、作家）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我是1946年生人，按照中国传统，2015年七
十虚岁，就成了标准的“七零后”了。

回想2014年，做的事情还不少。第一是按部
就班地读书，在读书基础上写作，有几十篇学术
随笔，然后还完成了一部书稿，初步定名为《民
国科学家》，另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育在民
国》。

写书主要是乐趣，能够把兴趣和工作结合
起来，对好多社会现象发发言，这是我最幸福的
事。

第二件事就是跟读者互动很多。最近两三
年出了四五本书，像《民国老校长》等，因为这个
原因，走了好几个省，主要任务是和读者见面。

其中一次让我印象深刻。山西有个很偏远
的县，一般人不知
道，叫岢岚，是卫星
发射基地所在的那
个县。当地县委书
记买了本《教育在
民国》，他让我去那
里，给全县科级以
上干部和教师作了
两次讲座。我当时
还挺奇怪，一个县
委书记竟然会请我

去。后来想明白是咋回事了。其实党内一些领导
干部，也是愿意听真话，不愿意听假话的，也是
有了解历史，包括民国史的愿望的。

说到2015年，我是不愿意预测未来的。明天
是什么样子，也许我就不在了呢？或者这个世界
突然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呢？都很难说。什么都
不是永恒的，只有生活才是永恒。（著名学者，主
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

我是龙应台

把我关上
三个月写书

我是智效民

我还要为
民国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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